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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有三大傳統 

佛教發源於印度，是由迦毗羅衛國一位釋迦族的王子──喬達摩悉達

多，出家修道成佛之後所創立的，他的生滅年代，有多種說法，根據各

家學者的推論，佛的滅度（逝世），當為西元前三百八十多年，加上他

的世壽八十歲，生年該是西元前四百六十多年。現在世界各國的佛教徒

們，所採用的，是依據斯里蘭卡的傳說，認為西元前 544 年為佛滅紀元

元年，這是在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三次大會中通過的，到今西元 2002
年，便是佛滅紀元的 2546 年，他的出生，比基督耶穌早了六百二十多

年。 

佛的尊稱為釋迦牟尼，在他入滅之後，弟子們漸漸由印度而向南向北發

展，形成了二十個學系的部派，有一個部派中的人，渡海到了南方的斯

里蘭卡，慢慢地擴展到緬甸、泰國、柬埔寨等東南亞諸國，乃至中國雲

南的西雙板納地區；通常被稱為南傳的上座部佛教。他們雖已各有文

字，但仍使用各國語文拼音的巴利文（印度古文的一種）佛典，所以南

傳佛教，亦通稱巴利語系佛教。 

http://www.chibs.edu.tw/


有向印度西北方延伸的佛教徒們，分作兩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絕大部份

是通過西域的絲路而進入漢地，一小部份是從南方的海路，傳到中國的

廣東。西元第一世紀，相當於從後漢明帝時代開始，陸續地將印度梵文

的經律論三藏聖典，譯成了漢文，經過一千多年，到北宋開寶年間（西

元 968～975 年），即有五千零四十八卷的漢文大藏經了。然後在中國

又開展出了大小十宗的學說，包括小乘二宗的俱舍、成實，大乘八宗的

律、  

 
p. 2 
 
三論、天台、慈恩、華嚴、禪、淨土、密。又傳至韓國、日本、越南，

統名之為漢傳佛教，漢傳佛教雖然有大小乘十宗，主要源頭是印度初期

及中期的大乘佛教。 

印度佛教向北發展的第二階段，相當於西元第七世紀，進入中國的西藏

高原，主要傳來的是印度晚期的大乘密教。由於印度的密教跟西藏原有

的苯教，有許多相應相融之處，所以發展了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大乘佛

教，又由於佛教的輸入而發明了藏文，用藏文翻譯了大量的佛典，也用

藏文寫了大量的佛教著作，藏傳佛典數量之多，當然多過南傳的巴利語

三藏聖典，也不太少於漢文系的佛典。經過一千二百多年的傳流，也發

展出了許多學派，乃至傳入了蒙古以及青海、四川、雲南、山西五台山

等地。 

今天，我們且不談南傳及藏傳的兩個系統，也不談由中國傳往韓國、日

本、越南的佛教。就只談漢傳佛教在本土中所形成的文化及其所遺留下

來的古文物，作幾點介紹和探討。 

二、什麼是漢傳佛教的文化 

「文化」的英文是 Culture，它的範圍非常廣泛，凡是跟人類社會有關

的各種現象及其運作，都屬於文化，從沒有文字記載之前的語言、符號、

用具等生活方式、互動關係，都算是文化，因此而有史前文化及有歷史

記載的文化。總之，人類社會由野蠻而至現代的文明，經過歷代的努力，

所得的成績，表現於各方面者，例如宗教、哲學、科技、藝術、文學、

道德倫理、法律規範、風俗習慣等；在此各個項目之中，又有不同的領

域，例如藝術之中含有繪畫、雕塑、音樂、舞蹈、建築等；文學之中含



有經、史、子、集，又有散文、韻文、小說等；韻文又有詩、詞、歌、

賦、偈、聯等；小說又有短篇、中篇、長篇等。 

不過，人類社會，從史前到現在，多少都跟宗教信仰有關，例如中國古

人所說社會的「社」字，是指祭拜土地之神，是從天子以至庶民，都應

祭祀的「社稷」，後來便將有功德於大眾的人，死後配享於社稷，形成

了崇德報功的祖先崇拜。即使到今天，儘管有人已不在乎有沒有宗教信

仰，但是遇到婚、喪、節、慶，仍不免有儀式，以表示隆重及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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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向國旗致敬，對國父遺像鞠躬，對憲法宣誓等，其實都是淵源於宗

教的信仰。 

因此，凡是一個歷史悠久而被許多人接受信奉的宗教，必定會有其縱橫

面的各種文化資產。佛教，是發源於二千五六百年前的印度文明古國，

傳入中國之時，已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到了中國這個東方的文明古

國，再經一千年的含英咀華，開展成為具有中國漢文化特色的漢傳佛

教，不僅適應了漢文化、融入了漢文化、豐富了漢文化，也創新了漢文

化、開拓了漢文化。所以漢傳佛教的文化內容，早已和中國人的哲學思

想、歷史傳統、文藝表達、風俗習慣，不可分割，甚至也早已跟中國人

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不論你願不願意承認，不管你是不是覺察得到，

也不一定要用佛教的專用名相，佛教已經是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那確

是一樁事實。 

佛教的漢化，是跟中國固有文化互相影響，很有關係，中國的固有文化，

從哲學思想而言，東漢時代，已有了先秦孔孟的儒家、老莊的道家，以

及旬、墨、楊朱等所謂百家諸子，但其主流而被中國人所共通接受的，

乃是儒道二家。所以佛教的漢化，主要是和儒家及老莊的互相激盪而成。 

從宗教的角度而言，中國原本的老莊思想，是哲學而不具宗教的型態，

也不負宗教的功能，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只有先秦以來的方術之士，也

沒有道教的宗教型態，當佛教傳入中國一百年之後，始由張陵、張衡、

張魯的祖孫三代，「以鬼道教民」（《三國志．張魯傳》），近世學者

章太炎說他們傳的是「古之巫師……既非老莊，並非神仙之術也」。但

是，天師道的開始，就是張陵的五斗米道。然後經過漢末魏晉南北朝，

便一面納入老莊及丹鼎神仙之說，一面模仿佛教，抄襲佛經，而形成了

經常與佛教對抗的道教。直到宋朝的道教重要文獻《雲笈七籤》，所列

道教五戒十善的五戒內容，與佛教全同，十善的項目雖異於佛教，卻是



佛教慣用的名相。南宋時代成立於河北遼金治下的全真教，吸收儒家及

佛教思想，參用禪宗的叢林制度，是跟南方江西龍虎山天師派相對的新

道教，天師派蓄妻生子不忌魚肉，全真教則比照佛教的禪宗，也立「清

規」，作為他們出家生活的公約。 

 
 
p. 4 

其他，則由於佛教為了適應中國文化，希望能被中國社會接受，一直做

著各方面的努力，佛教徒們一直都在學習中國文化，並且設法滿足中國

社會的需求，彌補中國文化之不足，因此而為中國文化帶來了創新的機

運及開展的活力。且讓我們來作如下幾個項目的探討。 

三、漢傳佛教的思想適應及其開創 

佛教最初輸入中國之時的思想環境，除了孔孟的儒家及老莊的道教，在

宗教信仰的層面，便是方術之流行，那也就是構成被後世稱為道教的雛

形，即是對於黃老的崇奉，雖沒有一定的中心思想，卻普為民間流行，

亦為宮廷信奉。當佛教從西域傳到漢地，漢人也就將浮屠（佛陀，梵

文 Buddha 的早期音譯），跟黃老當作同樣的神祇來供祀，例如後漢明

帝 8 年（西元 65 年），有詔曰：「楚王（英）誦黃老之微言，尚浮屠

之仁慈」。一百年後，在後漢桓帝時（西元 146～167 年），襄楷上書：

「聞宮中立黃老浮屠之祠」。可見當時的佛教被中國人視作黃老的亞

流，並未見到有從西域來的佛教徒們，對此提出異議，他們是明知不同，

而自願配合漢文化的需求。以此可以推知，佛教在中國，自始就是有其

適應性的。 

到了宋齊以下，方術迷信的風氣，漸漸退潮，清談的玄學抬頭，佛教的

思想義理，也趁時而起，首先是配合玄學的風氣，故從孫綽的《道賢論》

中，見到以七僧比竹林七賢，例如以竺道潛比劉伶，支遁比向秀，于法

蘭比阮籍，于道邃比阮咸等。所謂玄學，是指南北朝時代的道家之學，

其中以王弼所注的老、莊、周易，以及何晏的「道論」、「無名論」等，

為玄學的代表。 

當時的義學僧侶，也就多以老莊來解釋佛學，介紹佛理，被稱為「格義」。

例如《梁高僧傳》的〈慧遠傳〉，講到： 「年二十四，便就講說，嘗有

客聽講，講實相義，往復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連類，於是



惑者曉然。」慧遠（西元 334～416 年）是東晉時代的佛教名匠，少年

時代，便已 「博綜六經，尤善老莊」，出家學佛之後，即以老莊之說，

解釋佛法的「實相」之義，是否允當，則不用辯論，總算能讓聽慣了玄

學的人士，領略到了一些什麼是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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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梁高僧傳》的法雅傳，也說到： 「時依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

佛理，雅乃與康法朗等，以經中事數，擬配外書，為生解之例，謂之格

義。」 

另於僧佑撰《出三藏記集》卷 6，載有道安（西元 314～385 年）的〈安

般經注序〉中，引用老子所說的 「損之又損」，莊子所說的 「忘之又

忘」，周易所說的 「開物成務」等名句，以說明安般的禪修方法。而此

老、莊、周易之三書，正是當時玄學家的中心典籍，通稱為「三玄」。

也就是以三玄來比附佛法，假借當時大家所熟悉的三玄，介紹印度傳來

的佛學。 

又在《出三藏記集》卷 8 所收支遁的〈大小品對比要抄序〉中，所言： 

莫若無其所以無，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則無存於所存。……盡無

則忘玄，忘玄故無心。……設玄德以廣教，守谷神之存虛；齊眾首於玄

同，還群靈乎本無。 

此篇所用的名詞，幾乎就像是在講的老莊的玄學。但其篇名是講的大小

品般若經對比要抄序，一開頭就以玄學比附佛經云： 

夫般若波羅蜜者，眾妙之淵府，群智之玄宗，神王之所由，如來之照功；

其為經也，至無空豁，廓然無物者也。 

粗讀之時，誤以為佛學就是玄學的同類，細讀之時，始知佛學要比玄學

更有內涵，故不等於老莊的玄學。這也就是佛教所說的方便權巧的設

施，援玄學作為橋樑，來介紹佛學，並進而引玄學之士來接受佛學。 

這樣的風氣，影響佛教是很深遠的，正因為當時講老莊的人士，特別注

重「有」及「無」的問題。例如《老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句，王弼注云：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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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

以成而不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王弼及何晏都以老子的「有生於無」，為宇宙論的主張。 

當時佛教學者們，便以講出「空」「有」的論點，來因應時代環境的需

要。依據吉藏的《中觀論疏》卷 2 所說，在羅什三藏未到長安之前，已

有釋道安 「明本無義」，即是 「一切諸法，本性空寂」。又謂 「無在

萬化之前，空為眾形之始」。此中的「本性空寂」，是印度的佛法，「萬

化之前」及「眾形之始」，則是配合著老子所說「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講的。 

吉藏的《中觀論疏》卷 2 又說： 

法深法師亦製論云：「夫無者何也？壑然無形，而萬物由之而生者也。

有雖可生，而無能生萬物。故佛答梵志，四大從空生也。 

這還是附和老子的「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之說，表示佛法所說

的「四大從空生」，是跟老子的思想吻合的。不過，這種「本無義」，

終究不是佛法的原意。 

類似的空有論，尚有支道林（支遁）作〈即色遊玄〉， 明「即色是空，

故言即色遊玄論，此猶是不壞假名而說實相。」這就是真的佛法如中觀

論及般若經所說空有之義了。又有僧溫作〈心無二諦論〉云：「有有形

也，無無像也，有形不可無，無像不可無」，這是依莊子講佛學。 

從以上所舉諸家的空有論來看，道安的「本無」義及支道林的「即色是

空」義，是以中國哲學的實在論作橋樑，跟老莊思想接軌之後，再說出

佛法的本義是什麼，巧妙地適應了老莊思想，也調和了中印兩系思想的

差異。這要在羅什的弟子僧肇出來，便明白地告訴我們，《梁高僧傳》

卷 6 的〈僧肇傳〉介紹他： 

歷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玄微，每以老莊為心要，嘗讀老子德章，乃

歎曰：「美則美矣，然期神冥累之方，猶未盡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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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喜老莊，而覺得「猶未盡善」，所以轉而追隨羅什學佛，可是當他

討論佛法時，還是要借用老莊來闡明佛法，又用佛法來深化和拓展了中

國的思想領域。 

僧肇（西元 384～414 年）的主要著作，現存而收於《大正藏》有三部

書，一部《寶藏論》一卷三品；另一部《肇論》一卷內收〈物不遷論〉、

〈不真空論〉、〈般若無知論〉、〈涅槃無名論〉等四篇；第三部是《維

摩經注》。在他的《寶藏論》一開頭，就採用老子《道德經》的句型「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

云：「空可空，非常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

名之父，無色色之母。」說的道理雖不同，所用句法則學老子學得很像。

第三品中，又借用老子《道德經》所說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一段話，來介紹佛教的

「無為」、「妄心」、「三界」。僧肇用老子道德經的句型，但他所要

表達的是《般若心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不異空，空不異色。」

有形有像的「色」，即是存在於無形無像的「空」之中，無形無像的「空」，

是由於有形有像的「色」而被認知的。本體和現象，是不一不異的、是

同時存在的，不是本體與現象的二分法，亦非「有始於無」，以「無」

為宇宙根本的自然主義，乃是「因緣所生法，自性即是空。」但是僧肇

的表達方式非常巧妙，能讓人覺得是與老子的思想相類似。 

僧肇的《寶藏論》第三品，不僅引用老子，也假借陰陽及清氣濁氣，來

說明佛教對於宇宙人生的現象，所持的看法，例如： 

道始生一，一為無為；一生二，二為妄心。以知一故，即分為二。二生

陰陽，陰陽為動靜也。以陽為清，以陰為濁；故清氣內虛為心，濁氣外

凝為色，即有心色二法。心應於陽，陽應於動；色應於陰，陰應於靜；

靜乃玄牝相通，天地交合。故所謂一切眾生，皆稟陰陽虛氣而生。是以

由一生二，二生三，三即生萬法也。既緣無為而有心，復緣有心而有色，

是故經云：「種種心色」。是以心生萬慮，色起萬端，和合業因，遂成

三界種子。夫所以有三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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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執心為本，迷真一故，即有濁辱，生其妄氣；妄氣澄清，為無色界，

所謂心也。澄濁現為色界，所謂身也。散滓穢為欲界，所謂塵境也。故

經云：「三界虛妄不實，唯一妄心變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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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論文抄錄得很長，若不如此抄錄，不易見到僧肇當時要把佛學介

紹給中國的苦心，在瀰漫著《老》、《莊》、《周易》，所謂三玄的知

識份子社會環境中，若不從他們所熟悉的角度切入，就很難讓他們對佛

學產生興趣了。例如中國人好簡單、重大體、樂現實的人生，從未想到

有生於無的「無」是「真一」的實相無相或空相，也從未知道宇宙人生

是由眾生的妄心被萬法所迷而起惑造業，而成了欲、色、無色的三界種

子，更不曾習慣分析宇宙人生是以五蘊假合的人為中心，五蘊構成的

人，簡單地說，便是心色二法的結合，心為心理及精神的部份，色為生

理的肉體的部份。所以僧肇要假借三玄常用及慣用的名詞，來襯托出佛

學的義理。僧肇所用的「真一」，不是一元論的第一因，而是諸法自性

空的一實相，乃是既非有相、亦非無相的畢竟空相。僧肇所說的「二」，

雖以陰陽清濁之氣來形容，但他指的是被境所迷的執著虛妄心，由此執

著幻境而動的虛妄無明心，便有三界的宇宙萬物出現了。所以要說：「緣

無為而有心，復緣心而有色」，那即是說，迷了「真一」的無為實相之

智，便產生妄心，由於妄心生起「萬慮」的心理現象，便與種種物質現

象的「色法」有互動關係了。這是佛學特有緣起論，用這樣的表達方式，

目的只是在運用玄學介紹佛學，在佛教史上稱之為「格義」。 

請看「緣無為而有心，復緣有心而有色」，是不是有一點像佛學所說的

「無明緣行，行緣識（心），識緣名色」的句型及內容相似？佛學中的

「無明」、「行」、「識」，都是《寶藏論》所謂「濁辱」而生的「妄

氣」，即是妄心；佛學中的「名色」，便是妄心與物質和合而成的胎兒

之初形。妄心加色法，便是具體的人的心身世界。這種觀點，對於漢文

化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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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陌生的，所以要借用玄學。 

佛學包容玄學、肯定玄學、運用玄學，拓展了玄學的廣度及深度，這是

佛學對於漢文化的成全及拓展，而非否定及破壞。猶如王弼用玄學注

《老》、《莊》、《周易》，也注《論語》，也是以另一種角度來看孔

子思想，多少對儒家也有一些影響。同樣的，在《肇論》的〈般若無知

論〉中，主張「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又謂：「般

若可虛而照，真諦可亡而知，萬動可即而靜，聖應可無而為；斯則不知

而知，不為而為矣。」馮友蘭的《中國哲學史》便以為「宋明道學，謂

聖人之心，寂然不動，感而遂通，即用此等意思」。足徵僧肇的思想，

也為儒家開出了復興的契機。至於僧肇所謂「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

從表面看是用莊子之言「聖人之用心若鏡」的譬喻，其實是為表達《金



剛般若經》所說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住」是沒有妄想的

執著，「而生其心」是有智慧的功能。後來宋明的新儒家，也常用聖人

之心如明鏡的譬喻，殊不知這是經過佛學與莊子調和之後的新觀念。 

四、漢傳佛教是經過漢文化薰陶之後的中國佛教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如上所說，曾與老莊玄學有過適應及互動的關係，

但是也很清楚，儒家思想，才是漢文化中的最大主流。因此，道安（西

元 314～385 年）撰寫的《二教論》，雖也提及道家、陰陽家、法家、

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以及農家，而他卻採取讚揚儒家而貶抑其

他諸家的態度，他說： 

若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外，備彰聖典，非為誕謬。

詳覽載籍，尋討源流，教唯有二，寧得有三。……（漢書）藝文志曰：

儒教之流，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六

經之中，留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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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2] 

這段文字，道安是把佛教和儒家，置於平等而平衡的地位，中國儒家常

稱「內聖外王」之道，佛教則謂內學及外學之教，佛學中的《大智度論》

有內外兩經之說，《仁王般若經》有內外二論，故以儒家為「治國之謨」

及「修身之術」，佛教則講悲智兩全、明因果業報，主張種族平等，有

教無類，萬品齊悟。所以儒佛二教，乃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道安

以為，儒教有六典，道家僅二篇，孰高孰下，也可以想見。 

道安所著眼的是經世之學的實用層面，所以重視儒家而貶抑老莊。因

此，錢穆的《國史大綱》，也稱讚道安是「中國第一位嚴正的佛教徒」，

至於曾被孫綽拿來跟竹林七賢之中向秀相比的支遁（支道林），錢穆說

他只是「出家的名士」而已。 

另一位略晚於釋道安的竺道生（西元 355～434 年），他是羅什門下的

高弟，與僧肇齊名，並稱什門二傑。他在漢傳佛教的思想史上，有震古

鑠今革命性的大貢獻及大發明。 

道生的貢獻，是受孔子思想的影響而大膽地提出了「頓悟成佛」之說以

及「善不受報」之議，乃是繼承「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平觀，以及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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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說：「聖道既妙」能「體無鑒周」即「理歸一極」的頓悟觀。但是在

當時已知的佛學思想中，只知道成佛是多生多劫長遠修行的結果，並且

在《大般泥洹經》〈分別邪正品〉有說 「一切眾生，皆有佛性」，「除

一闡提」。雖以為一切眾生皆有佛性，唯其在眾生之中有一類沒有善根

的「一闡提人」，是不可能成佛的。此與孔子人人平等的思想不合，道

生以為如果佛教尚沒有孔子的知見開闊，應該是不可能的，因此不惜與

時眾對抗，力排眾議，而率先提出了頓悟成佛之說。他說的「頓悟」是

不必經過積功累德的長期漸修，「成佛」是一切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 

至於〈頓悟成佛義〉及〈善不受報義〉的兩篇論文的題目，僅見於梁僧

佑的《經錄》，論文現已不見，湯用彤的《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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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章中說：「生公似各曾為文發揮此二義」。唯據湯氏的考證，在

跟道生同時代的一位學者謝靈運（號康樂），寫有一部《辯宗論》，被

收於《廣弘明集》卷 18，該論首篇即介紹「新論道士」的頓悟之說，湯

用彤先生的看法是： 

此新論道士，當即指道生，其證有二：（一）王弘（字休元，時為衛將

軍）既與謝辯頓義，往反多次後，即將其問答送示生公。必應生公為原

來立此義之人，故以之就正也。（二）陸澄《目錄》：「道生執頓悟，

謝康樂述頓悟。」是謝述生之義也。慧遠《肇論疏》亦曰「謝康樂靈運

辯（原作弁）宗，述生師頓悟也。」[3] 

由以上所引的論點來看，謝靈運的《辯宗論》所說「新論道士」便是道

生，新論道士所提倡的頓悟之說，便是道生的「頓悟成佛義」了。從《辯

宗論》所見的新論道士道生的頓悟成佛義，他先舉出佛家及儒家，原本

也都有「積學」及「漸悟」的思想，但是孔氏主張「體無鑒周，理歸一

極」，因此道生「以為：寂鑒微妙，不容階級。」主張：「今去釋氏之

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可證知道生的頓悟論，

是受儒家孔子影響所啟發。至於儒佛二教的不同之處，乃在： 

隨方應物，所化地異也……華人易於見理，難於受教，故閉其累學而開

其一極；夷人易於受教難於見理，故閉其頓了而開其漸悟。……（儒家）

聖學不出六經，而六經頓解，（佛家聖學）不出三，而以三藏果筌蹄歷

然，何疑紛錯？魚兔既獲，群黎以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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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說明了儒家與佛學的頓漸不同，乃由於中國的華人與西域的

印度人之間，  

 
p. 12 
 
在民族性上有其差異，儒、佛二教的目的相同而方式有殊，那是聖人設

教，為了「隨方應物」的關係。漢民族的華人，雖然也有如孔子謂顏淵：

「回也其庶乎屢空」，似亦講漸修的工夫，但其「理歸一極」，畢竟是

講頓悟；因為「華人易於見理，難於受教」，是故孔子關閉了累積學習

的漸修之門而開啟了一極至理的頓悟之門。西方的「夷人易於受教難於

見理」，是故釋氏關閉了頓悟之門而開出了漸悟之門。但是，佛教既來

了中國，所化的人群，也跟儒家相同，都是華人，就應該倡導：「去釋

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理性的頓悟）；去孔氏之殆庶（漸修）而取其（頓

悟的）一極（之理）」了。因為儒、釋二教的經典，都是聖人之學，是

聖人所說，也是能使庶民凡夫成為聖賢的依據。在儒家不出六經，若能

一極至理，六經便是胸中之物；在佛家不出三藏，若能得魚而忘魚筌，

得兔而忘蹄跡，直下頓悟，不用三藏聖典，也能利濟眾生了。 

像道生這樣的見解，並不否定漸修漸悟，但他相信釋迦牟尼佛的本意之

中，一定也有頓悟的法門，既然傳入了中國，就當入方隨俗，適應「易

於見理」的漢民族，遂提倡頓悟之說，並且認為一闡提人，皆得成佛。

這是非常大膽的創見，結果由於他的 「孤明先發，獨見忤眾。於是舊學，

以為邪說，譏憤滋甚，遂顯大眾，擯而遣之。」《梁高僧傳》說道生被

當時同住的僧團大眾開除了，那是劉宋文帝元嘉 5、6 年間（西元 428、

429 年）的事。後來於劉宋太 10 年至元嘉 10 年（西元 385～433 年）之

間，四十卷本的《大般涅槃經》，由曇無讖在南京譯出，於其卷 27 的

〈獅子吼菩薩品〉，果然見到了佛說： 「我常宣說，一切眾生，悉有佛

性，乃至一闡提等，亦有佛性」的經文。證明道生的先見之明，是正確

的。因為道生曾對著大眾，發過誓願說：「若我所說，反於經義者，請

於現身，即表癘疾；若於實相不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獅子座」。

當《大般涅槃經》譯出後的第二年，道生真的就在廬山西林寺的說法座

上，「端坐正容，隱几而卒」了。 

道生的「頓悟」之說，和他的「善不受報」之說，乃是彼此呼應，互為

表裏的。頓悟之理，即是實相般若，般若之智，即是無住生心，「無住

生心」即是去除對於一切諸相的執著而生起智慧的妙用，用之於日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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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是悟後的功能。因此《辯宗論》的「什法師答」之中有云： 

眾生之所以不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

以不住般若。雖復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不可著，著亦成患。[5] 

鳩摩羅什是道生的老師，對般若經無住無著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既

然頓悟是悟的實相般若之妙智，連般若都不執著，還要等待接受修行一

切善法的果報嗎？所以「善不受報」是頓悟者的必然態度，那也就是《般

若心經》所說的「無智亦無得」了。道生本是為要適應中國人的民族性

而提倡頓悟成佛，結果證明這種思想正是印度大乘佛教的最高意境。從

此之後，對於漢傳佛教的禪宗，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漢傳佛教雖有大乘八宗，唯有禪宗的活力最強，禪宗在第六祖惠能（西

元 638～713 年）以下，又分南頓北漸，到了惠能的弟子神會（西元 668
～760 年），征服了北宗禪，而只剩主唱「不立文字，教外別傳」的南

宗禪一支獨秀，直到如今，中國漢傳佛教的寺院，普遍多屬於禪宗。這

又證明漢民族的確如道生所說的「華人易於見理，難於受教」。所以大

乘八宗之中凡是重於哲學思辯、論議繁複、分析比較的宗派，只有行之

於極少數的知識份子之間，普遍、實用並與現實生活結合的，還是主張

頓悟的禪宗。中國頓悟禪的開創者，與其說是西元第六世紀來華的菩提

達摩（西元？～535 年），應該說是更早於一百年的道生（西元 355～

434 年）了。菩提達摩著的《大乘入道四行》之中，雖也有「不隨於言

教」的「理入」頓門，但他也列出了另外四種漸修的修行法門，稱為「四

行」。所以還不能算是純淨的頓悟禪，也正因為如此，才有此後所謂北

方神秀一系的漸悟禪了。 

中國禪宗的風格，到了第七代的百丈懷海（西元 720～814 年）在江西

洪州的大雄山，建禪林、立清規、自食其力、開墾山林，創立了「一日

不作一日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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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禪家風，這與印度佛教僧侶之以托鉢為生，不許墾土掘地，不得自

耕自炊的生活方式，大異其趣，也和中國都市佛教寺院之依賴政府供養

及信徒布施的生活方式，大不相同。這也是由於適應了中國社會的文化

背景，所以能夠可大可久，能在中國人的環境中，生存發展。但是，這

種生活態度的形成，在道生之時，就已見到了端的，那就是在《梁高僧

傳》卷 7〈竺道生傳〉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記載說： 當晉恭思皇后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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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建了一座青園寺，由於道生是當時的法匠，所以被請去在該寺居住，

深受宋太祖文皇帝的歎重。有一天皇帝設宴供僧，而皇帝到遲了，飲食

上桌之後，眾僧久久不敢開動，原因是大眾以為已經過了日中，依律制，

不得進食。如果不受此食，又不知如何給皇帝交待，所以猶豫不決。 

因此皇帝開口說話了： 「始可中耳」！ 

道生便接口說： 「白日麗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說完，道生便取

用鉢餐，大眾也跟著吃了。 

這樣的事，若在印度，是絕對不會發生的，到了中國，就算方便，也很

少有僧侶敢以如此公開地不拘泥於律制的。看起來好像是道生沒有骨

氣，為了討皇帝的歡喜，竟然妄言皇帝是天，皇帝說日中，就算是日中。

但是，在遇到當時那樣的窘況，若不是這麼說，那還有更好的辦法嗎？

如果為拘泥律制的小節，失去了皇帝護持佛法的力量，甚至惹來災難，

合算嗎？因此，佛教到了中國，只有最能適應漢文化的禪宗，最受歡迎。 

其實，類似道安、僧肇、道生等人那樣，主張儒釋道三家的適應與調和

論者，在中國佛教史上，一直都有許多人在努力，由《弘明集》、《廣

弘明集》所收諸家文獻中，已可一目了然。直到清末民初，凡是有學問

的僧侶，都還是稟持著三教融合論的態度。儘管有人批評中國的漢傳佛

教，不太像印度佛教的面貌，殊不知這正是漢傳佛教的長處，若非如此，

佛教可能會跟印度教一樣，僅是印度單一民族的宗教罷了。 

道生提倡的頓悟成佛以及禪宗主張的教外別傳、直指人心，不止是一種

中國型態的哲學思想，更是一種實事求是、實用活用的生活態度，所以

也是遇深則深、遇淺則淺，遇高即高、遇低即低的教育模式。它沒有一

定要堅堅持信仰心外的什麼神明或最高的權威者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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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也只是一位有教無類的教育家，佛是聖人，佛也希望一切眾生都能成

為聖人。站在禪宗頓悟成佛的立場，佛與眾生是平等的，佛是我們見賢

思齊的榜樣，不是讓我們當做神靈來崇拜的偶像。孔子不語「怪力亂

神」，禪宗在佛教各派之中，也是最平實、最具有人文化的人間性的一

派。在佛經以及佛教史傳文獻中，雖也有不少說到天堂地獄及神仙鬼靈

的記載，但在第一流的禪宗法匠，絕少談神說鬼，縱有神祕經驗，也會

明示那與明心見性的實相般若無關。主張平常日用中事，最為親切，所

以要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如實生活，積極利益眾生而不以自我



的利害得失為念。所以中國的禪僧，不會由於生活形式及身份事業的不

同，而失去禪修生活的目標及其所稟持的生活信念；能屈能伸，極富彈

性，而又不會背離佛教徙的精神。而經歷代毀佛的皇帝或異教徒破壞與

迫害之後的佛教，禪宗受的影響較少，很快又會復興，原因也在於禪宗

重視內在精神的淨化，不太在乎外在的環境怎麼變動。 

五、佛經的翻譯適應及其影響 

漢傳佛教在思想及生活層面上，既然能夠適應華人社會的文化背景，在

其傳流的過程中，產生的種種文化活動，也跟著有其同樣的特色。 

例如由於佛經從梵文陸續譯成了漢文，不僅豐富了中國的漢文化，影響

了漢文化，佛教的翻譯家們，為了適應華人的民族性，也在不損及梵文

原典意含的原則下，作了若干變動。例如依據我國近代的歷史語言學家

陳寅恪（西元 1890～1969 年）的研究所見，鳩摩羅什的譯經藝術，有

三點值得注意：「一為刪去原文繁重，二為不拘原文體制，三為變易原

文」。他以羅什所譯《大莊嚴經論》的漢文本對照現存的梵文本，便發

現「中文較梵文原本為簡略」，甚至該論「卷十一首篇之末節，則中文

全略而未譯」。又據《喻鬘論》的梵文殘本與羅什譯的漢文本對勘，有

兩節梵文原本為散文，譯成漢文則為五言一句的偈頌體；另有兩節的梵

文原本為偈頌體（類似韻文），而被譯成了漢文的散文。又有一處梵文

的 Kanva，本為印度古仙人的專有名詞，如果直譯，中國人就不知是什

麼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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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羅什譯為中國人常識所稱的「諸仙」；還有 Mandara 及 Vindhya 原

為印度傳說中的兩座大山之名，亦非中國人所習知，所以羅什將之譯成

了中國人已經知道的 「須彌山」。[6]因此，胡適要說： 

他（羅什）譯的書，雖然掃除了浮文藻飾，卻仍有文學的意味，這大概

是因為譯者的文學天才自然流露。……（羅什所譯）最流行又最有文學

影響的卻要算金剛、法華、維摩詰三部。其中維摩詰經本是一部小說，

富於文學趣味。……這部半小說半戲劇的作品，譯出之後，在文學界與

美術界的影響最大。[7] 

http://www.chibs.edu.tw/ch_html/chbs/07/chbs0701.htm#nf6
http://www.chibs.edu.tw/ch_html/chbs/07/chbs0701.htm#nf7


因此，佛經經的漢譯，除了力求投合漢文化的習慣，也為中國文學增加

了新意境、開創了新文體，拓展了新材料。原來例如胡適所見樂府中的

長詩〈孔雀東南飛〉，只是寫實的敘述，而沒有一點超自然或超空間時

間的幻想。這是中國文學表現的民族性。又如在《列仙傳》、《神仙傳》，

也是非常簡單而且拘謹，等到受了印度翻譯過來的佛典文學影響之後，

才有《西遊記》、《封神傳》等的超現實作品出現。 

西元第五世紀以下，中國的佛教徒們為了要把佛教傳播到民間去，倡行

了三種宣傳佛教教義的方法，那就是： 

①歌詠經文，稱為「轉讀」：四世紀末葉的支曇籥，就是以諷詠經文著稱；胡適

先生說，這種以唱誦來讀經的方法，是源自西域，後來傳遍中國，連小孩唸書、

秀才舉子背八股文章，也都學著哼出調子來了。但是亦有一些不同，詠讀儒書稱

為書腔，詠讀佛經稱為梵腔。 

②歌詠法言的「梵唄」：此與轉讀同出一源，乃因梵文文體，注重音韻，以能入

絃為佳。初期的僧侶，多數是來自西域的所謂梵僧，也將印度人歌詠法言的梵唄

方法，傳入了中國。當時僧侶造的梵唄，據《梁高僧傳》所說，有支曇籥的六言

梵唄「大慈哀愍」；又有「面如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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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敬謁」等曲子。後來中國化了的梵唄，都帶有一些地方色彩的唄讚，直到今

天，尚有所謂四大祝延八大讚的唄讚。後來有人說，是出於曹植的魚山梵唄，應

係神話傳說，不足採信。 

③設立了宣唱的法理制度，名為「唱導」。用在齋會的晚上講座之間，大眾聽法

疲乏困倦之時，法師便以佛經中的因緣、譬喻、本生、本事等的故事來廣明三世

因果，辯說一齋大意。 

由於以上三種傳教的方法，雖然能夠提高讀佛經、誦法言的興趣，也能

讓聽法的民間大眾，知道一些佛教故事；但是歌詠梵唄，還是不易叫人

懂得，到了唐及五代，漸漸地便出現了「變文」體裁的佛教文學作品。 

什麼是「變文」？它給中國文學有多大的影響？自從在敦煌石室發現了

大量的變文，已有許多學者如羅振玉、劉半農、臺灣的羅宗濤等研究了，

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便以變文專列一章，並以為後來中國的戲

曲、小說、彈詞、寶卷，皆由此發生。因為變文中已有詞曲、散文、唱

詞，後來的戲曲、小說、彈詞、寶卷中所表現的，亦無非是這些東西。

現存的變文殘卷中，以《維摩詰經》為藍本的變文最為繁富，有的是大

部頭的作品，須要積時累月才能講唱完畢。凡是依經文講唱時，先引經



文開場，然後繼以散文，再繼以唱詞。在謝無量寫的〈佛教東傳對中國

文學之影響〉中說，所謂變文： 

大概要將事實用散文先為略敘，再用韻文復述一次，詞句愛用重覆。這

是講宣傳的事，並運用那時大眾語言，使大眾聽得懂，記得牢，所以做

成這樣的體格。[8] 

我們從張曼曼濤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19 所收作品，可以看到

專題討論變文的學者有：秋樂、周叔迦、關德棟、覺先等諸人。他們都

很重視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所持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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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文沒有發現以前，我們簡直不知道「平話」怎麼會突然在宋代產生

出來？「諸宮調」的來歷是怎樣的？盛行於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鼓

詞，到底是近代的產物呢？還是自古有之的？許多文學史上的重要問

題，都成為疑案而難於有確定的回答。 

從這段引文文可以明白變文對中國通俗文學的影響之大了。而變文的體

裁，乃是脫胎於梵文佛經的形式，幾乎所有的大乘經典，每一段都是先

採用「長行」的散文敘述或議論，接著就用韻文體的「偈頌」，來重複

一遍散文所講的內容，也有在重覆之際延伸散文所未講的內容。目的是

在使聽者容易懂得，容易記憶，也比較活潑生動，容易使人感到興趣。

至於這種文體的變文，竟然能影響中國文學的革新，甚至於成了中國戲

曲和章回小說的鼻祖，雖非出於佛教徒的本意，卻為中國文學史展開了

新局面。 

六、漢傳佛教的古文物是世界輝煌的文化資產 

文物是表現文化的物品，在人類歷史的過程中，凡是由於為了表達生存

的努力、生活的情趣、生命的信仰、以及個人和群體的關係、人類和自

然的關係等，而發明了特定的工具、導具、象徵物、用品、衣物、建築、

繪畫、雕塑等的物品，乃至歌唱、舞蹈、樂器、語言文書等，都算是古

代的文物。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經過一千多年的佛典漢譯，不僅影響了中國人

的哲學、宗教、文學，也豐富了漢民族的日用語彙，創新了漢民族的思

惟層面，並為中國乃至為世界人類，留下了豐富的文化資產。例如魏晉

http://www.chibs.edu.tw/ch_html/chbs/07/chbs0701.htm#nf8


南北朝時代的鑄造鎏金佛像，動輒幾萬尊，遺留下來的，已成為今日世

界收藏家們的心愛。 

例如石窟藝術，本來在印度是一種僧侶修行居住的洞窟，釋迦牟尼佛時

代，在王舍城郊外山中，就有一個可以容納五百人集會的大石室，名叫

七葉窟（sapta-para-guhā），是當時王舍城的五大精舍之一；有石雕

藝術品保留至今的石窟遺址，印度尚有數十處，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名

叫阿姜塔（Ajanta）。另在柬埔寨境內，也有安哥窟（Angkor w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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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偉偉大的石雕寺院。中國古人也從西域來的梵僧生活，學到了

開鑿洞窟，作為佛教徒們群居或獨處修行的處所。後來由於朝廷出資、

或者由達官顯要及大富豪們出資、或由庶民許願集資，為了表達他們對

於佛教信仰的虔敬，全心投入，開鑿石窟，雕造佛像，彩繪壁畫，極盡

富麗莊嚴堂煌之能事。經過近千年的累積，石窟藝術，即成了許多依山

而建的寺院博物館；近世有西方人把敦煌石窟比作法國的羅浮宮，把麥

積山四十四窟那尊北魏泥塑佛像，形容為東方的蒙娜麗莎，把敦煌的壁

畫和米開朗基羅在梵蒂岡所留的作品相比，也有將龍門及雲崗的石窟大

佛及石窟的宏偉建築，與希臘的神殿及其雕像相比。但是中國的達文西

是誰呢？中國的米開朗基羅是誰呢？他們的設計人多半是僧侶，他們的

製作人有僧侶也有在家居士，多半都是以畢生的心力和時間，奉獻給了

他們的信仰，是否要留名，卻不是重要的事了。 

佛教的石窟藝術，涉及的範圍，可謂包羅萬象，舉凡雕塑、繪畫、建築、

經典、碑刻，乃至音樂、舞蹈、文學、戲劇、歷史、地理、風情、人物，

儀式、服制等，都能在石窟中被找到。例如敦煌石窟，不僅是藝術殿堂，

更是古籍文獻的寶藏，被英國的史坦英、法國的伯希和等所運走的敦煌

卷子，內容以佛教的文獻為主，已成為漢傳佛教文物中的寶庫。 

其實，石窟及磨崖石雕，是同一性質，其最大優點是比較經得起時間的

考驗，所以開鑿石窟、磨刻石崖的風氣，非常普遍，而且歷久不衰。北

方多山，而自然環境嚴峻，所以石窟多是佛教道場的主體，南方多水，

而且自然環境溫和，所以石窟及磨崖多為院寺的附屬。我們最熟悉的，

也是最著名的，漢傳佛教有五大石窟：①山西大同的雲崗、②河南洛陽



的龍門、③甘肅敦煌的莫高窟、④甘南天水的麥積山、⑤四川的大足石

窟。事實上，如今已經被陸續發現和公開的，幾乎遍及全國的有上百處。

其中有名的例如山東濟南有神通寺的千佛崖、南京棲霞山千佛崖、杭州

靈隱寺千佛崖、江西通天崖，沿河西走廊而下，尚有武威天梯山石窟、

永靖的炳靈寺石窟，涇川的王母宮、王家溝、羅漢洞石窟，汾縣有大佛

寺、水濂洞石窟，沿洛水尚有直峪口石窟，河北尚有嚮堂山石窟、寶山

石窟，益都黃河南岸有一連串的石窟如黃石崖、千佛寺、玉函山佛龕等

不下十多個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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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北則以遼東的萬佛堂最有名。 

其實，在北京西南郊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也是石窟型的藏經洞。而此

雕刻石經的風氣，從北齊時代已經開始，例如河北省南響堂山及北響堂

山的石窟內石刻的《華嚴經》及《般若經》等。至於像房山縣的石經，

是從隋煬帝大業年間開始開鑿雕刻，經唐、宋、遼、金，迄於元朝，歷

750 年的斷續經營，共九個石窟，如今完整的石經 4196 片，加上殘缺破

碎的石板經 782 片，以及雲居寺南塔地穴內的 10082 片，合計 15060 塊

石板，有 1122 部、計 3572 卷佛經。其中最大的是第五窟，名為「雷音

洞」，可以容納四、五十人，四壁皆是石刻佛經，內有石柱四根，共刻

1088 尊佛像，類似雲崗石窟，具體而微。像這般浩大而持久的雕刻石經

工程，絕不亞於前面所舉的五大石窟，如果拿秦始皇的兵馬俑來比五大

石窟，其規模也絕不遜色，但此房山石經，乃係出於民間的力量，是由

於佛教歷代的僧侶所促成。根據日本學者常盤大定博士的調查研究，除

了房山石經，尚有幾十處磨崖石刻的經典，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山東省泰

山經石峪的大字《金剛經》，刻於花崗岩的溪床上，堪稱石經中的極品，

碑貼中也將之列為上選的一種。 

從石窟、石經，也可以延伸到跟佛教相關的碑碣、銘文以及書法的範本。

歷代名家的碑貼，例如大家熟悉的，有集王右軍書的〈大唐三藏聖教

序〉，褚遂良的〈聖教序〉，懷素的草書，顏真卿的〈多寶塔碑〉，柳

公權的〈玄秘塔碑〉，永智禪師的〈千字文〉等，全都是跟佛教相關的。

另在各處古寺院中，可以發現許多的石碑，都跟當時的人文地理及歷史

相關，故為文化史及地方誌，保留了第一手資料。其中的許多可在西安

的「碑林」內找到。 



從石窟及寺院的佛教建築群中，最凸顯的應該算是佛塔的建築。漢傳佛

教的佛塔，是寺院殿堂的附屬物，寺院主殿都採用王公大臣所居的宮殿

式，雖非來自西域，卻為中國歷代的古建築保存了它的特色，陪襯主殿

的寮房或廂房雖多用古代的民居形式，也是一種民族文化的遺產。至於

佛塔，幾乎又是每一座規模較大的寺院所必備，那是沿襲自印度西域的

習慣，乃是佛教精神信仰所寄的象徵物。 

「塔」的梵文是窣覩婆（stūpa），原先是用作安置佛陀舍利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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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是各個僧房的中心，提供僧侶及信眾們作紀念、禮拜、供養之用，

其功能相當於漢傳佛教寺院中的佛殿。因為安置佛陀的舍利，中國人便

將之譯成佛圖、浮圖、浮屠。又稱之為佛塔、寶塔，簡稱為「塔婆」、

「塔」。 

「塔」的形狀，在最初是自然的圓形，所以又有「土堆」的意思，類似

漢人土葬的墳墓，俗稱土饅頭。到了阿育王時代（西元前 268 年即位），

開始建造覆鉢式的佛舍利塔。後人又在圓形的塔頂上增加了平頭及傘

蓋，共三個部份，這是早期的塔形。後來的演變，則除了西北印度有方

形塔之外，其他地區便在自然圓形的基礎上，逐漸發展，依次向上，有

了塔身、覆鉢、剎竿、頂端是傘蓋，共分五個部分。這大概就是漢地佛

塔有三重、五重、多重的起源了。當佛教分別由印度往北往南，傳出國

外之後，塔的形狀也各自有了變化，南傳、藏傳、漢傳，朝鮮、日本，

也略有變化。漢傳的佛塔，在建材方面有石塔、磚塔、泥塔、木塔、鐵

塔、銅塔、金銀塔、水晶塔，在形狀方面有四方、六角、八角；有密簷

式、樓閣式；有三重、五重、七重、十三重、乃至多到十五重的；有覆

鉢塔、龕塔、柱塔、五輪塔、無縫塔。在所置物品方面，除了舍利塔，

尚有髮塔、牙塔、爪塔、衣塔、鉢塔。 

就紀念的對象而言，則有佛塔及祖塔。例如山東濟南市柳埠神通寺，現

有兩座古塔：一座是建於隋煬帝大業年間的四門塔，塔內四面各供一

佛，所以是佛塔；一座是為紀念該寺開山祖師東晉時代的僧朗，故名為

朗公塔，俗稱龍虎塔，雖也是四方形，而塔基、塔身、塔頂，與四門塔

完全不同。這是既有佛塔又有祖塔的典型寺院了。因此，每到一座具有

歷史性的古剎，除了會看到一兩座高聳入雲的佛塔，也多有歷代祖師的

塔林。如果進入古寺院而見不到佛塔及祖塔，就會覺得好像少了點什

麼。許多歷經滄桑的古寺院，修復之際，必定考慮古塔的重整，有許多



已經毀廢的古寺遺址，也憑著尚有佛塔的基礎，而得以重建，山東神通

寺，便是一例；北京西山的靈光寺招仙塔，也是一例，它是文革之後第

一座被重建的寶塔，目前稱為佛牙塔。 

總而言之，漢傳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非常大而且多的，舉凡日常

生活的用品、用語、飲食、風俗、習慣之中，不論我們有沒有意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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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有有著佛教的影響成份在，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又如對於生死的

態度、因果的觀念，乃至喪葬中的火化方式，也是由印度傳入的，這種

葬法，今後也很值得普遍推廣，它可解決死人跟活人爭地的問題。另有

造像風格的變遷分佈，是一門大學問，臺灣的林保堯及山東的劉鳳君等

諸位教授，是這一方面的專家。中國山水畫的形成以及詩與畫合一的意

境，都跟佛教的影響有關。禪宗留下大量的語錄，不僅影響了中國的文

學，也對宋明的理學，影響深遠。 

再以漢傳佛教寺院的古建築物來說，又是一門大學問，北京建設部的屠

舜耕先生，便是一位這方面的專家；粗看寺院主體都是宮殿形式的，細

加考察，則唐、宋、遼、金、明、清的佛殿建築風格，亦各有其特色；

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古建築，是五台山的南禪寺；其次是遼金

時代的，有五台山的佛光寺及大同市的上華嚴寺、下華嚴寺，迄今保存

得最多的是明代風格的寺院建築。這些都是中國極珍貴的文化資產。我

們到歐洲訪問，見到他們的古文物，多半與宗教有關。我們發現漢傳佛

教為中國創作了這麼多的古文物，應該也是值得我們重視和發揚光大的

民族文化。 

七、結語 

我很慚愧，今天的主題，不是我主攻的專長，我的專門，僅是佛學領域

中的一小部份，今天為了這場演講，臨時看了十多本書，參考了幾十種

資料，就大膽地在諸位行家面前，講了這麼大一個主題，有點自不量力，

一定有不少是外行人講的外行話，真覺得不好意思！ 

（2002 年 12 月 18 日講於山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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